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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缝隙：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绩效损失的生成逻辑 

——基于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政策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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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在多层级政府体系中的有效执行，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议题。

针对既有研究对政策绩效损失如何在层级传导中逐级生成缺乏过程刻画与逻辑阐释的问题，本

文引入“层级缝隙”概念，构建其分析框架，并将概念内涵界定为多层级政府因目标函数差异、

资源约束与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非协调性状态。采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方法，以 G 省现代农业

产业园扶持政策为对象，对 H 县兰花产业园进行过程追踪，结果发现：决策层—统筹层、统筹

层—执行层、执行层—基层社会三个接口依次生成目标缝隙、资源缝隙与信息缝隙，三类缝隙

分别对应使命型、工具型与权益型绩效损失，循“伪清晰化→行政避险→工具硬化→资本俘获”

链条逐级累积；各层级政府在问责压力下形成博弈与默契的双重逻辑，层级缝隙兼具治理失灵

的结构性症结与维系系统运转的科层缓冲器双重属性。本文拓展了模糊-冲突模型在压力型体

制中的适用边界，尝试揭示伪清晰化如何制造实质高模糊与考核高冲突的割裂结构，为理解多

层级政策执行的绩效损失提供了可迁移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政策执行；层级缝隙；乡村产业振兴；绩效损失；多层级治理 

中图分类号： 

1 问题提出 

政策执行是衔接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的中间传导环节。在中国多层级政府结构体系下，乡

村产业振兴政策的层级传导面临多重挑战，每一层级均可能产生信息损耗及目标偏移，最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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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策结果偏离设计初衷。自 2018 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

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实践中，政策高分低效、农民满意度不如预期[1]、资源下乡与社会

反应不匹配[2]等偏差现象也频繁出现[3]，这些现象显示政策目标与有效执行之间存在结构性张

力，折射政策的绩效损失。所谓绩效损失，一般指政策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偏差，以及客观绩效

水平与农民主观感受之间的落差[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现实场景中，产业振兴政策内嵌于组织权威结构体系之中，

从中央到基层的执行链条涉及多个层级与多重主体。进一步探析，国家与农民之间存在多重治

理层级，各层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本位主义倾向，因此，无论采取自上而下还

是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视角，从层级维度审视执行差异均具有逻辑必要性。同时，政策评价是

甄别政策偏差的价值工具，近年来，秉持实绩检验导向和过程管理理念，在政府系统内部，自

上而下通过强化实绩意识、完善考核指标、引入满意度测评、开展随机现场抽查以及委托第三

方评估等做法完善乡村产业政策绩效考评机制，力图实现结果考评与过程监控的衔接，以抑制

政策执行在层级之间的失真失能。但问题在于，即使针对相同的政策内容与责任对象，不同层

级的绩效评价结果仍存在明显落差，上级考核达标与基层实际脱节并存。该现象促使研究者将

组织层级特征引入政策执行分析，从纵向传导视角揭示绩效损失的生成机制。上述研究是理解

乡村产业政策绩效偏差根源的重要学理积累，但对绩效损失如何在多层级政府互动中逐级累积、

相互强化的生成逻辑，仍缺乏整合性解释。 

然而，既有研究多将政策执行视为连续过程，忽视了层级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执行断点。

针对绩效损失在多层级政府互动中的传导性，本文引入层级缝隙概念，作为解释政策执行绩效

损失的分析视角，力图回答乡村产业政策绩效损失的生成逻辑，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政策目标

如何被层层转译，政策资源如何被层层错配，政策信息如何被层层筛选等。同时，基于上述概

念内涵，构建“层级缝隙”分析框架，以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政策为分析对象，以 H 县

兰花产业园为追踪载体，探究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政策的绩效损失如何在多层

级执行过程中逐步生成，以及不同层级间的缝隙如何相互关联并导致不同类型的实然状态，从

而为完善政策设计，强化政策执行力，提高政策绩效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政策执行理论的演进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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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创以来，历经三代理论演进[5]。第一代自上而下范式以

执行变量模型为代表，强调政策设计的清晰性与科层执行的忠诚度[6]。第二代自下而上范式以

街头官僚理论为代表，揭示基层执行者通过自由裁量权实质性重塑政策的过程[7]。第三代整合

研究尝试弥合两种范式的张力，其中模糊-冲突模型将政策执行划分为行政执行、政治执行、

实验执行与象征执行等四种类型[8]。近年来，西方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分析视角。

传统的合规性导向框架难以捕捉政策在多层级传导中的实质性转译过程，呼吁研究者关注执行

者如何在制度约束下重新定义政策目标[9]。该转向为解释合规外壳下的实质偏离现象开辟了新

的分析进路。 

上述理论及范式主要植根于西方政府治理经验，难以契合中国多层级治理的纵向运作逻辑。

为此，国内学者沿本土化方向作出探索：“行政发包制”[10]与上下级政府间“共谋现象”[11]，

从制度层面刻画了中国政策执行的纵向运作特征。此外，学界还针对各种实然现象，衍生出

“悬浮”[12]、“适应性执行”[13]、“创造性执行”[14]、“政策留白”[15]等概念，较为丰富地

描述了中国情境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多种形态及其内外成因。近年来，学界进一步将研究视角延

伸至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策略性行为：无论是挤压型情境中示范效应的困境[16]，还是政策

执行中加码与减码的策略性摇摆[17]，抑或嵌压式执行中的策略选择[18]，均表明基层政府并非

简单的政策接受者，在多重压力下逐渐发展出一套兼具合规性与灵活性的应对逻辑。但整体而

言，既有研究对层级间绩效损失如何测度、如何逐级生成、为何表现为特定形态，仍缺乏可检

验的过程性分析。 

2.2 绩效损失的概念、类型与解释路径 

绩效损失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多个学科。政策学路径将其定位于执行链条中决策点的累积

偏离，“执行赤字”[5]即为代表性范畴；组织学路径将其追溯至群体协作中的协调成本与动机

损耗，思想源头可上溯至关于群体合力低于个体努力之和的经典实验[19]，“过程损失”概念进

一步将其系统化[20]；公共价值学路径则将其上升为授权环境、运营能力与公共价值之间的结构

性失衡，“战略三角”框架[21]为此提供了分析框架。三类路径虽切入角度不同，却共同指向一

个判断：绩效损失并非政策意图与产出之间的偶然偏差，而是组织行动嵌入科层结构与公共价

值情境后的伴生现象。国内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研究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概

念界定的逐步深化，从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差距[4]到“基于公共价值的实际绩效产出与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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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背离的消极后果”[22]，绩效损失的内涵从技术性偏差扩展为价值性缺失；二是类型学的推进，

有学者将绩效损失划分为使命型、工具型与权益型三类[23]，揭示了绩效损失的多维结构。 

在成因分析层面，既有研究大致沿三条路径展开：一是价值-目标路径，将绩效损失追溯

至政策目标的公共价值建构不足及其与社会预期的偏离；二是能力-执行路径，强调政策弹性

不足、执行能力薄弱及央地互动低效对绩效结果的塑造作用[23]；三是结构-制度路径，从政府

组织结构入手，将绩效损失追溯至纵向层级间的非协调性，揭示组织结构本身作为绩效损失生

成场域的独立意义[24]。三类路径分别对应于政策过程的前端价值、中端能力与纵向结构，构成

相互补充的解释体系。相关研究将分析延伸至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从制度激励视角揭示了项目

制运作中绩效损失的生成机理[25]；国际研究亦表明，当绩效考核过度强调可量化指标时，公共

服务的内在价值维度将被持续削弱[26]。上述研究渐次廓清了绩效损失是什么、分几类、为何生

成的认知链条，但对绩效损失如何在多层级政府互动中逐级累积，仍缺乏过程性刻画。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特定语境下，项目制研究是理解高投入与低感知绩效之间张力的重要制

度分析资源。项目制作为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其运作逻辑内含三重张力：一是资源配置

的行政逻辑与农村社会的内生需求之间常有错位，重包装、轻实效与精英俘获等现象使资源下

乡产生非预期后果；二是技术治理的合规导向与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形式主义的

过程审查挤占了实质性的效果追求[27]；三是目标多元性与执行链条的冗长性，使政策执行呈现

目标替代、资源错配与效果偏离的递进偏差。然而，既有的项目制研究多聚焦于国家与社会两

端或常规与运动的治理机制，对于多层级政府内部，特别是省、市、县层级之间如何将政策目

标一步步转译、置换并最终导致资源错配与信息阻塞的微观传导黑箱，仍缺乏足够细致的过程

刻画。“层级缝隙”概念正是试图廓清该黑箱，揭示项目制下绩效偏差的层级递进生成过程。 

2.3 既有研究的拓展空间 

上述三条解释路径（价值-目标、能力-执行、结构-制度）分别对应政策过程的前端设计、

中端实施与纵向组织。全文主要沿结构-制度路径展开，将绩效损失追溯至多层级政府间的非

协调性；同时吸收价值-目标路径的分析资源，以公共价值理论为缝隙向损失传导提供判准。

这一定位区别于聚焦单一层级执行能力的既有研究，转而关注层级间互动结构本身作为绩效损

失生成场域的独立意义。既有研究为政策执行与绩效损失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和经验基础，但在

乡村产业振兴这一目标宏大、利益多元与执行复杂的政策场域中，仍存在深化空间：第一，对

多层级政府间绩效损失的传导机制缺乏系统刻画。既有研究多以单一项目或单一层级为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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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或聚焦于中央与地方两级互动，对中国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体系内部决

策、统筹、执行的层级转译过程及其引致的绩效损失累积机理有待深化，未能充分回答绩效损

失如何在层级之间逐级生成与放大这一关键问题。政策规则在层级传导中的重塑方向与程度受

制度环境调节，这提示中国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传导机制可能呈现独特的偏离模式。第二，使

命型、工具型与权益型三类绩效损失之间的关系尚未被充分揭示。三类绩效损失之间究竟是并

列存在还是呈层级递进的生成逻辑，缺乏系统的过程性分析。本研究引入层级缝隙的分析视角，

在经验材料与理论对话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三类绩效损失之间的生成逻辑与层级传导关系。 

3 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3.1 分析框架 

根据控制权理论[28]，各级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分别扮演委托方、管理方和代理方角色。

以农业产业化政策为研究对象，将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政策中涉及的地方政府划分为三

个功能层级：决策层（省级）掌握目标设定权与检查验收权，统筹层（市级）承担政策转译与

过程监管职责，执行层（县及以下）直接落实政策。三个层级的互动构成层级缝隙的生成场域。 

缝隙概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经历了从横向到纵向、从结构描述到过程分析的演进。早期研

究关注政府组织内部的横向隔阂与分权化改革带来的碎片化[29]；西方政策过程学派进而将“缝

隙”引入多层级政策传导分析[30]，主张将政策在不同治理层次间的传递视为目标反复转译的过

程，认为缝隙出现在转译节点之间。中国学者近年沿纵向层级方向做出本土化推进：“层级缝

隙”概念聚焦数字政府中技术执行的层级非协调性[24]，“缝隙治理”研究则揭示基层政府在制

度缝隙中调适与弥合的行动逻辑[31]。前者侧重技术执行环节的缝隙生成机制，后者侧重基层政

府的弥合策略，但二者都未系统回答在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政策领域，缝隙如何在多层级

政策过程中逐级累积并最终转化为绩效损失。 

鉴于此，本文将层级缝隙概念从技术执行领域延伸至社会政策领域，关注多层级政府在政

策自上而下的执行传导中因层级间非协调性而产生的系统性偏差。具体来说，层级缝隙是指多

层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传导中，于目标转译、资源配置与结果反馈三个环节相继生成的系统性非

协调状态。其生成条件包括：层级间目标函数的差异（各层级面临不同的考核激励与约束条

件）、纵向资源配置中的权责错位（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科层信息传递中的逆向不对称（基

层真实状态难以被上级完整获取）。这三项条件分别为目标缝隙、资源缝隙和信息缝隙的生成

提供制度土壤，缝隙的实际触发还需压力型考核体制的催化。本文沿用“层级缝隙”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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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与既有研究的概念谱系连贯，但在概念位阶上有所提升：“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24]可

视为本文概念在技术执行场域中的特定形态；本文则把它抽象为面向多层级政策传导的一般性

分析工具，涵盖目标、资源、信息三重维度，下辖目标缝隙（决策层-统筹层的目标转译环

节）、资源缝隙（统筹层-执行层的资源配置环节）与信息缝隙（执行层-基层社会的结果反馈

环节）三个子概念。理解层级缝隙需要把握：第一，层级缝隙根植于科层制的层级分化与委托

代理关系，是组织结构而非个体行为的产物；第二，层级缝隙贯穿政策执行传导全过程并在不

同环节呈现不同形态；第三，各层级的局部偏离经层级传导逐级放大，沿目标缝隙、资源缝隙、

信息缝隙依次累积。 

模糊-冲突模型为层级缝隙的生成逻辑提供了可对话的理论锚点。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兼具

高模糊性（目标宏大、指标弹性）与低冲突性（各方普遍支持），按该模型本应呈现实验执行

特征，允许基层因地制宜探索。但目标责任制与绩效考核体系将这种实验空间转化为应对考核

压力的合规空间，基层的创新动机被合规动机替代。量化考核指标的层层加码构成基层政权运

作的核心逻辑[32]，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形成了以策略主义为特征的行为模式[33]；当控制权

在层级间失配时，指标治理将导致政策悬浮，数据达标而问题未解[34]。这种割裂结构引发了政

策属性在模糊-冲突矩阵中沿两个维度同时位移：在模糊性维度上，政策在实质层面依然处于

高模糊状态；在冲突性维度上，伪清晰化所制造的硬指标使基层迎检压力与资源竞争急剧上升，

原本各方共识的低冲突政策被转化为高冲突情境。正是这种“实质高模糊+考核高冲突”的组

合，使政策从实验执行象限被推入象征执行象限。上述类型位移过程正是通过层级缝隙实现的：

决策层的模糊目标经统筹层量化转译后，在执行层蜕变为合规导向的工具硬化，最终导致绩效

损失。层级间的策略互动植根于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既有积累。上下级政府间的“共谋现象”

[11]表明，层级间存在超越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合作；本文将这一洞察延伸至绩效表达领域，各层

级政府在绩效数据的生产与呈现上既相互竞争（争夺有限资源与考核排名），又相互配合（共

同维护“过得去”的绩效叙事），本文将这种绩效表达领域的层级间非正式合作称为“绩效默

契”，以区别于聚焦政策执行领域的“共谋现象”[11]。统筹层并非被动传声筒，它面对上级考

核与本级财政约束，形成了一套双向策略：向上选择性呈现可量化的硬成果以应对巡查；向下

默许县级以合规性替代实效性，双方在过得去的底线上保持一致。综上，“层级缝隙”分析框

架整合三个层次的理论资源：基础层为控制权理论，提供层级分化的结构前提，即委托方、管

理方与代理方的权责配置决定了缝隙生成的制度空间；动力层为模糊-冲突模型，解释缝隙的

具体形态，即模糊性政策遭遇压力型考核时发生类型位移，从实验执行被推入象征执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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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公共价值理论，提供缝隙向绩效损失传导的判准，即本文基于 Moore 战略三角框架提取的

战略价值（对应公共价值维度）、规范价值（对应运营能力维度）与合法性价值（对应授权环

境维度）的逐维剥离对应三类绩效损失的生成。三个层次依次回答“缝隙为何可能”“缝隙如

何发生”“缝隙为何导致损失”。层级间的博弈与默契则是贯穿三个层次的行为机制，解释缝

隙为何能够跨政策周期稳定再生产。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构建“层级缝隙”分析框架（图 1）。

这一框架贯穿研究设计、案例呈现与机制分析。 

 

图 1 “层级缝隙”分析框架 

 

由此形成三对功能-价值对应关系：目标缝隙对应使命型损失，资源缝隙对应工具型损失，

信息缝隙对应权益型损失。三类缝隙并非并列存在，而是依循目标模糊化、资源配置偏置、信

息反馈阻塞的层级传导链条逐级演化：目标缝隙是源头，资源缝隙是中介，信息缝隙是末端，

三者经由层级累积构成一条完整的绩效损失生成路径。上述功能与价值的对应关系是层级缝隙

分析框架价值层的具体展开，借助本文从 Moore 战略三角框架提取的战略价值、规范价值与合

法性价值三个分析维度，建立缝隙→价值剥离→损失的完整传导映射。 

3.2 案例选择 

本研究采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设计。案例系统为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政策，针对政

策多层级执行过程，分析单元设置为两个层次：一是整体上或宏观层面集中考察 G 省政策体

系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绩效表现，为层级缝隙的宏观存在提供结构性证据；二是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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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子单元，聚焦于 H 县兰花产业园，通过过程追踪还原微观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两个层

次功能互补，前者回答“是否存在系统性层级缝隙及绩效损失”，后者回答“层级缝隙如何在

层级接口处逐级生成”。 

案例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制度代表性与多层级适配性。G 省较早系统推进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其省级统筹、市级协调、县级实施的三级联动架构、财政扶持机制与

绩效考核驱动的项目管理模式，在全国同类政策中具有制度同构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贯穿

省、市、县三级政府，与层级缝隙框架的分析需求高度契合。其二，经验饱和度与嵌入子单位

的典型性。课题组对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多年田野追踪覆盖全省主要农业县（市、区），

多源资料经反复比对后核心概念已达理论饱和；嵌入子单元 H 县兰花产业园集中呈现目标替

代、资源错配与信息阻塞三重缝隙叠加的完整过程，构成展示层级缝隙生成机制的信息饱和的

典型案例。值得说明的是，G 省具备较强的农业投入意愿与产业技术配套基础，在如此有利条

件下仍出现系统性绩效损失，这一反预期案例特征使层级缝隙的结构性根源更具理论分析价值。 

3.3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涉及案例及政策的资料收集主要依托课题组承担的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省级财政资

金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项目。借助该项目，研究者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11 月持续追踪 G

省政策执行情况，接触不同层级关联部门及关联人士。依据三角验证原则，构建多元资料体系

（表 1）。一方面，系统收集乡村产业振兴政策执行相关的政策文本、新闻报道、学术研究成

果等资料；另一方面，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精准记录政策执行中的关键行动者与核心事件，并

对相关产业园项目的主要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主要领导和产业园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

对象涵盖省、市、县三级政府官员及产业园企业负责人、村干部和农户共 71 人。 

表 1 案例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资料内容 

访谈资料 

层级 访谈对象 人数 典型观点 

省级（决策层）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室负

责人、专家 
8 

硬指标好量化，但农民的获得感难以衡

量；验收以县级为主，省级抽查复核 

市级（统筹层）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业

务处室人员 
11 

省里目标全面，但我们只能抓几个核心

指标；时间紧任务重 

县级（执行层）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乡

镇干部、园区党政联络员 
18 

按合规性判断，没问题就审批；后续具

体建设我们很难全程参与 

实施主体 产业园企业负责人 13 
基建类项目好验收、风险小；政策周期

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 

农村社会 村干部、农户 21 
政策是好的，但资金最后给了公司；我

们也没人来问我们的意见 

政策文本 中央及 G 省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园相关政策文件 50 余份；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省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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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参与观察 
作者团队参与 G 省 2018—2020 年批次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项

目全过程（田野工作时间：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11 月） 

二手资料 相关新闻报道、统计年鉴、学术研究成果及第三方评价报告 

资料分析采用分析性归纳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策略[35]。借助 NVivo 12 对全部访谈记录、

田野笔记与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开放式编码逐句拆解原始资料，轴心编码依据“原因、过

程、结果”逻辑归并核心范畴，选择编码依据决策层-统筹层-执行层的层级链条整合为目标缝

隙、资源缝隙、信息缝隙三个理论维度。为确保可靠性，采用双人独立编码机制，由一名熟悉

政策执行理论的研究者与一名具有农村调研经验的研究者分别独立编码，初始一致性 Kappa 系

数 0.81，对不一致编码逐条返回原始访谈语境进行协商讨论，经两轮复核达成共识后 Kappa 系

数达 0.93。下文以 H 县兰花产业园为追踪载体，采用过程追踪方法还原政策目标自省级到县

级、再到企业的转译链条。 

4 政策层级缝隙的类别特征与层级演化 

为廓清多层级政府互动的“黑箱”，本部分基于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扶持政策背景，以 H

县兰花产业园这一典型绩效损失案例为追踪载体，系统还原决策层目标模糊、统筹层伪清晰化、

执行层工具硬化的层级传导过程。H 县位于 G 省北部山区，2019 年获批首批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获省级财政扶持资金 5000 万元。园区核心种植面积逾 3 万亩，覆盖多个乡镇，政策文

本设定带动近 8000 户农户、逾 1.8 万名劳动力参与①。H 县兰花产业历史悠久，产业化发展超

25 年，具有独特的气候与土壤优势。正是在这样一个禀赋优越、基础扎实、理应不会失败的

园区，依然出现了系统性绩效损失，这一反差为分析层级缝隙生成机制提供了理想切入点。 

调研发现，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客观绩效水平与主观绩效水平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农民满意度低于预期等绩效损失现象持续存在[1]。以下沿决策层、统筹层、执行层至基层社会

的纵向链条，逐一追踪目标缝隙、资源缝隙与信息缝隙的生成过程及典型特征（图 2）。 

                             

① 上述数据来源于 H 县兰花产业园建设方案及项目申报材料，系作者团队参与第三方评价项目

期间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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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县级方案”栏数据来源于 H 县兰花产业园建设方案；“验收结论”栏数据来源于项目验收材料（统计截止日期为验收时点）；

“后续跟踪调研”栏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实地回访。 

图 2 H 县兰花产业园政策绩效损失的过程追踪 

4.1 决策层与统筹层：目标缝隙的触发 

层级缝隙的起点是决策层与统筹层之间的目标缝隙。决策层作为委托方掌握目标设定权，

但乡村产业振兴项目固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其难以设定清晰可操作的绩效目标。《G 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 G 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指引（试行）》将总体目标规定为通过“生产+加工+科

技+营销（品牌）”全产业链开发、打造现代农业发展平台等方向性表述，但对联农带农、产

业链标准等使命型目标的考核标准付之阙如。 

“硬指标比较好量化，但效果是不是让农民有确切感受，不好衡量。”（访谈记录：省农

业农村厅工作人员 LW20210728）
②

 

统筹层并非中性的传声筒，而是将宏大战略转译为可操作指标的关键中介。在向上问责与

向下监管的双向夹击中，统筹层生成一套可识别的目标替代策略，其核心操作可概括为伪清晰

化：把承载战略意涵的多维使命一次性简化为单一可量化门槛。以 H 县所在市为例，市级农

业主管部门在向县级下达任务时，直接沿用“农民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15%”这一单一指标，

未结合兰花产业的生长周期、价值链特征重新细化目标结构。 

                             

②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被访者身份信息+被访者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访谈时间（八位数字，

前四位为年份，后四位为月日，如 20240101 为 2024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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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的目标写得很全面，但我们只能抓几个核心指标，不可能面面俱到。”（访谈记录：

市级业务处室负责人 ZH20210812） 

调研发现市级农业部门内部的中期检查记录普遍以资金支出进度、园区基建完成率、劳动

力雇佣人数三项硬指标为核心，对产业链延伸度、增值收益分享比例等使命型软指标着墨甚少，

印证统筹层在层级链条中的双向受压角色。 

4.2 统筹层与执行层：资源缝隙的扩展 

目标缝隙顺着科层控制权链条向下溢出，在统筹层与执行层之间诱发资源缝隙。资源缝隙

的制度根源是权责错位：农业产业园项目实行财政资金直达，扶持资金由省财政直接拨付给牵

头实施单位，依据“谁使用、谁负责，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县级政府丧失财权但仍承担

监管与验收责任，市级统筹层则处于责任在我、手段有限的尴尬位置。 

“资金不进我们的账户，但出了问题第一个找我们；现场检查我们去得最多，可决定权在

县和企业手里。”（访谈记录：市级农业部门负责人 CY20210915） 

上述权责错位使市级监管退化为程序性巡查，难以矫正资金结构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偏离。 

权责错位在资源端的直接产物便是工具硬化。根据 H 县兰花产业园资金使用方案，5000

万元省级扶持资金中逾六成投向基建，约两成用于设备购置，技术研发与人才培训合计不足一

成，其余投向其他类别③；验收主要考核资金支出率、规范性及项目完成情况，过程指标是硬

约束，效果指标是软要求。资金结构的硬件化偏置与验收规则的过程化导向互为因果：当政策

目标因伪清晰化被剥离了价值内核，硬支出便成为唯一安全的工具组合，由此塑造“看得见的

硬投入、看不见的软效益”的结构性错位。 

“基建类项目好验收、风险小，自然优先安排。”（访谈记录：园区企业负责人

WJ20210609） 

“按合规性判断，没问题就审批，后面产业园的具体建设，我们很难全程参与。”（访谈

记录：县级农业部门负责人 HM20210611） 

资源缝隙的另一表现是建设节奏与产业节奏的失配。H 县资金下达到验收的实际建设周期

仅一年半，而兰花产业的培育周期普遍为 3～5 年，短政策周期遭遇长产业周期，迫使企业以

最安全、最快捷的方式投放资金，工具的规范性凌驾于工具的适配性之上。上述权责错位下监

                             

③ 具体资金使用结构来源于 H 县兰花产业园资金使用方案，系作者团队参与第三方评价项目期

间获取的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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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退缩、风险厌恶、过程化验收三者相互嵌合，形成行政避险的资源配置模式，即统筹层、县

级政府与企业在风险规避逻辑下达成隐性共识，使工具硬化由偶发选择固化为系统状态。 

4.3 执行层与基层社会：信息缝隙的固化 

资源配置的硬化进一步在执行层与基层社会之间固化为信息缝隙。信息缝隙的核心表现是

两端不通，存在逆向信息不对称[36]：向上，基层真实困境难以进入决策议程；向下，农民需求

未能进入政策过程。一线执行者在资源约束与多重压力下发展出选择性呈现、形式化反馈等应

对策略[37]，在系统层面累积为结构性的信息阻塞。 

向上反馈端表现为信息层层加码。H 县兰花产业园联农带农数据由企业自主填报、县级汇

总上报，部分园区为凸显政绩采取文字包装与数据估算方式填报，存在项目名称与实际建设内

容不符的现象，“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际只是购买两台拖拉机。这种信息层层

加码式的上报，恰好服务于统筹层向上呈现成果的需要，也印证上下级政府间绩效默契的存在。

向下反馈端则表现为农民失声。专家咨询虽贯穿政策制定到验收的全过程，但专家与农民之间

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农民需求难以转化为制度输入。 

“扶持政策是好的，国家想发展农村的产业帮助农民致富，但是投的资金最后还是给了农

业公司，他们结合乡村特色产业或乡村旅游做得很漂亮，但实际对本地人的就业和平均收入提

升并没有多大帮助。”（访谈记录：村干部 TG20200718） 

“并不清楚产业园政策，没人跟我们说，也没人问我们有什么想法、什么意见。之前有检

查的人过来让我们填问卷还叫我们去开会问我们看法，我们也都说好啊。”（访谈记录：农户

SL20210805） 

更深层的失灵发生在分配端。H 县调研显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土地流转租金而非产

业链增值收益，利益分享停留在要素出让而非价值共创层面。既有研究亦指出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中存在类似的收入结构特征[38]。农民收入主要锁定于土地租金、增值收益向龙头企业集中，

实质构成资本俘获，即基层政府治理便利偏好与龙头企业资本积累需求在产业园场域中形成策

略耦合，是信息缝隙在分配端的结构性后果。 

4.4 三维缝隙的层级传导链条 

针对 H 县兰花产业园扶持政策，从微观层面上呈现一条由决策层目标模糊化起步、经统

筹层伪清晰化与行政避险放大、最终在资本俘获中固化的层级传导链条。三类缝隙经“伪清晰

化→行政避险→工具硬化→资本俘获”四环节逐级扣合，并存在前序诱发后序、后序反向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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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序的反馈关系，构成层级缝隙在多层级体系内自我维持的结构性根基。然而，缝隙的存在并

不自动等同于绩效损失，缝隙何以转化为特定类型的绩效损失，取决于其所侵蚀的公共价值维

度。这一链条为揭示三类缝隙如何分别诱发三类绩效损失提供了经验基础。 

5 政策层级缝隙与绩效损失的传导机制 

三类绩效损失不只是经验现象的归纳，也是源于公共价值结构本身的内在分化。当公共价

值在任一维度缺位，绩效便从产出有数跌入结果不足。以下沿“缝隙→价值剥离→损失”的传

导路径，分别阐述三类缝隙为何转化为特定类型的绩效损失。 

5.1 目标缝隙与使命型绩效损失 

使命型绩效损失对应政策的战略价值维度，回应“做对的事”这一本源命题。使命型绩效

损失指向战略层面的目标内涵能否被忠实保留，即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是否回应产业兴旺、联农

带农、强农富农的战略定位。目标缝隙正是使命型绩效损失的直接诱因。 

统筹层将“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的方向性意图简化为“农民收入

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15%”这一单一量化门槛，更难量化的产业链延伸度、增值收益分享比例等

战略意涵从考核口径中被剔除。这一伪清晰化转译之所以必然带来战略价值的损耗，根源在于

统筹层面临的可考核优先于准确的结构性偏好[32]。上级巡查只看硬数据的导向叠加短期化成果

呈现的时间压力，使难以量化的战略意涵被系统性排除在工作视线之外；县级在同样的考核压

力下并不会向上申诉这种简化，反而倾向于把任务边界明确化，统筹层与县级在“过得去”的

底线上形成默契[38]。对市级而言，这种简化更接近一种策略性收缩，当多维战略意涵难以同时

进入考核口径时，统筹层便用单一量化指标替代之，把“拿不下”的任务转换为“拿得出”的

成果。战略价值的损耗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意义剥离，宏大战略意涵被压缩为可量化的单一

门槛，使命中难以量化的部分被系统性排除在考核视线之外；二是整体性剥离，分散的硬指标

各自完成片段任务却无法拼合出完整的产业链增值图景，局部硬指标的达成甚至可能在整体上

掩盖战略意图的落空，产生指标完成率越高、使命偏离越深的悖论。由此，目标缝隙并非偶然

的传递失误，而是压力型体制下层级间为消化考核压力共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其诱发使命

型绩效损失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伪清晰化→战略价值剥离”。当战略意涵无法被完整保留，

即便后续资源到位、信息畅通，使命型损失已先在战略起点处发生，构成整条传导链最早累积

的偏差。 

5.2 资源缝隙与工具型绩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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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型绩效损失对应政策的规范价值维度，回应“把事做对”的命题，判断标准在于政策

工具（包括资源配置、实施流程与节奏安排）能否在规范层面与战略目标相适配。这一适配失

灵具有独立性：即便决策层战略目标完整保留，只要资源结构与节奏安排无法适配，规范价值

仍会失守。资源缝隙正是工具型损失的直接诱因。 

权责错位使市级监管退化为程序性巡查，资金结构呈现显著的硬件化偏置，建设节奏与产

业周期严重失配。从层级互动视角审视，资源缝隙的生成逻辑在于行政避险在层级链条中的制

度化。上级目标既已被伪清晰化为可量化硬指标，执行层为规避问责必然倾向于把资源集中投

向看得见、好验收的硬投入；权责错位又使市级监管手段不足，无法矫正这种偏向；验收规则

的过程化导向进一步固化快、稳、可见的资金使用形态。行政避险因此具有多主体共识基础：

对县级政府而言，基建支出便于过程审批、责任边界清晰；对执行企业而言，短周期硬投入风

险小、验收确定性高；对市级统筹层而言，硬指标完成率便于汇报与问责对冲。三方在风险厌

恶逻辑下形成隐性共识，使工具适配让位于工具避险成为整条链路的稳态选择。从价值维度审

视，工具型绩效损失反映的是规范价值在两个方向上的失配。一是资源结构的硬软错位，硬支

出在风险厌恶逻辑下系统性挤占软投入空间，形成重硬件、轻软件的资源配置惯性；二是节奏

错位，即短政策周期遭遇长产业周期，快投入难以转化为深培育，工具的规范性凌驾于工具的

适配性之上，呈现快、稳、可见却未必准、深、可持续的资金使用形态。由此，资源缝隙诱发

工具型绩效损失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行政避险→规范价值失配”，硬软错位与快慢错位在同

一逻辑下被同步固化，规范价值的失守并非执行不力，而是资源配置结构在压力型体制下被动

选择的均衡。 

5.3 信息缝隙与权益型绩效损失 

权益型绩效损失对应政策合法性价值维度，回应‘为有需要的人做事’的命题，以利益相关

者尤其是农民为评价主体，指向政策实施对农民权益的回应失灵，包含表达层面的失声与分配

层面的失利，二者共同构成农民端权益的底色。信息缝隙正是权益型绩效损失的直接诱因。 

信息缝隙表现为向上反馈端的信息层层加码与向下反馈端的农民失声。从层级互动视角审

视，信息缝隙的生成逻辑在于资本俘获在执行层的制度化。基层政府出于治理成本最小化与迎

检效益最大化的双重考量，倾向于将资金集中配置给规模化龙头企业；基层政府偏好的治理便

利与大公司追求的投入产出在产业园场域中形成隐性同盟：前者获得可快速汇报的政绩数据，

后者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双方在做大规模、美化数据的共同利益上实现策略耦合。农民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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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却因既无资本存量参与分配、又无组织化渠道表达诉求，被悄然让

渡为链外的旁观者，呈现典型的农民脱嵌形态。从价值维度审视，权益型损失源于合法性价值

在政策周期中被持续侵蚀。在表达端，代理方、管理方与委托方之间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农

民需求难以转化为制度输入，整个政策周期里农民始终处于被代理发声的位置。在分配端，一

旦农民被制度性地定位为要素出让者，本周期内补偿性参与的通道便已关闭，单期失衡演化为

跨周期路径依赖，合法性赤字由此在制度层面自我复制。由此，信息缝隙诱发权益型绩效损失

的传导机制概括为“资本俘获→合法性侵蚀”，表达端阻塞使农民诉求难以进入议程，分配端

隐性同盟使产业增值难以回流农民端，农民脱嵌由偶发现象固化为产业园政策的结构性后果，

政策合法性基础被持续掏空。 

5.4 三维缝隙与绩效损失的累积效应 

综合三个层级的因果链条，H 县兰花产业园扶持政策呈现典型的缝隙传导、绩效递损过程：

目标缝隙经伪清晰化剥离战略价值，生成使命型绩效损失；资源缝隙经行政避险导致规范价值

失配，生成工具型绩效损失；信息缝隙经资本俘获侵蚀合法性价值，生成权益型绩效损失。三

类缝隙沿层级传导链条逐级扣合，前序缝隙诱发后序缝隙，后序缝隙又反向加固前序缝隙，最

终形成一条完整、可追溯的层级传导链条。进一步审视，这一层级失衡具有双重理论意涵：从

注意力分配视角[39]看，各层级政府的选择性注意沿层级链条不断偏离政策初衷，治理中模糊与

清晰之间的张力构成执行偏差的深层根源[40]；从功能主义视角看，这种结构性失衡恰是压力型

体制日常运转的制度安全阀，绩效默契承担起科层缓冲器的功能，使系统得以在不撕破任一层

考核面子的前提下完成政策周期。正是博弈与默契的双重逻辑，使层级缝隙长期存在并具有制

度自我再生产的属性：它既是绩效损失的结构性症结，也是多层级体系在目标与资源张力下维

系运转的科层缓冲器。图 3 呈现了从层级缝隙到绩效损失的完整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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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层级缝隙到绩效损失的传导机制图 

6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6.1 研究发现 

中国作为典型的多层级治理国家，如何化解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统一性与地方自主性之间

的张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研究构建“层级缝隙”分析框架，以 G 省现代农

业产业园扶持政策为对象、以 H 县兰花产业园为追踪载体，揭示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绩效损失

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决策层的目标模糊、统筹层的伪清晰化、执行层的工具硬化，形成层

级缝隙的传导链条；目标缝隙、资源缝隙、信息缝隙分别对应使命型、工具型和权益型绩效损

失，呈逐层递进关系。三类缝隙循“伪清晰化→行政避险→工具硬化→资本俘获”链条逐级累

积：目标模糊经伪清晰化转译后，驱动资源配置在行政避险逻辑下偏向可量化硬件投入，资源

的硬件化偏置进一步阻塞信息反馈渠道，最终经资本俘获使农民的真实需求被排斥于政策过程

之外。末端的虚假反馈又会反向加剧上级的绩效默契，形成偏差放大的反向反馈循环。层级缝

隙并非治理失败，而是层级化治理的内在伴生物，是压力型体制下多层级体系维系运转的科层

缓冲器。核心问题不在于消除缝隙本身，而在于构建使缝隙可识别、可弥合并转化为治理学习

契机的治理机制。 

6.2 政策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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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级缝隙的三维结构与“伪清晰化→行政避险→工具硬化→资本俘获”传导链条，本

研究提炼三条政策启示，分别对应目标、资源、信息三个功能环节，构成上游设计合理化、中

游配置精准化、下游反馈常态化层级递进的治理优化路径。其一，留出实验空间，化解目标的

伪清晰化。决策层应区分硬约束目标（如资金合规使用）与软引导目标（如联农带农效果），

前者设定明确标准，后者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弹性空间；针对不同产业类型设定差异化绩效目标，

避免将多维战略意涵强制简化为单一收入门槛；以制度化留白赋予县级政府自主探索权，使基

层在因地制宜中实现战略意图的本土落地，从源头化解伪清晰化冲动。其二，抑制量化加码，

瓦解行政避险的制度土壤。以权责清单与差异化考核打破“基建好验收、基建优先”的避险闭

环；探索省县共管账户制度，对工程基建与联农分红、技术研发类支出设置结构性预警阈值，

确保事权与财权相匹配。考核体系上，应平衡过程指标与效果指标权重，将农民收入结构、产

业链增值分配比例、技术创新投入等价值导向指标纳入核心评价体系；并将考核周期与产业培

育周期对齐，对长周期产业采用滚动考核机制。其三，重构权益反馈，打破资本俘获的隐性同

盟。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常态化满意度监测机制，打通政策直达农户的反馈渠道；将全过程人

民民主嵌入产业园资金使用的决策与监督环节，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通过对

政策受众的实质性程序赋权引入第三方制衡，消解县级政府与市场资本排斥农民参与的隐性同

盟，实现从“向上负责”到“向下负责”的注意力转向。归根结底，科层制的层级分化是现代

国家治理的内在特征，缝隙难以全然消除。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使各层级的选择性注意不

至于系统性地偏离政策初衷，把科层缓冲器的张力转化为治理学习的动力；在统一性与自主性、

指标化与价值性、效率性与回应性之间维持动态平衡，是缩小层级缝隙、提升乡村产业振兴政

策绩效的根本路径。 

6.3 研究贡献与局限 

第一，在分析边界上，将层级缝隙概念从技术执行领域拓展至社会政策领域，并构建目标、

资源、信息三维分析框架。既有研究率先在技术执行领域提出层级缝隙概念[24]，揭示了数字政

府建设中技术标准的层级非协调性；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层级缝隙的分析对象从单一技术维

度拓展为目标、资源、信息三重维度，将适用领域从技术执行延伸至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

政策，揭示了缝隙在委托代理链条中的累积性与递进性，丰富了层级缝隙概念的理论内涵与解

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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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拓展了模糊-冲突模型的适用边界。既有研究揭示了模糊任务在科层传导中发生模

式转换的逻辑[41]，本研究进一步阐明其微观机制，压力型体制通过伪清晰化制造指标清晰但价

值模糊的割裂结构[42]，将低冲突政策转化为高冲突情境，使政策从实验执行象限被推入象征执

行象限，确立了压力型体制作为该模型重要调节变量的地位。 

第三，揭示了绩效损失的层级生成机制。既有研究多以单一项目为分析对象，本研究将分

析单位拓展为多层级政府系统，将执行偏差细化为三维缝隙诱发三类绩效损失的过程追踪链条，

揭示绩效损失的累积性与结构性。研究还表明，各层级政府在绩效表达上既博弈又默契，使层

级缝隙在治理失灵与系统维系之间呈现张力，这一双重属性有助于解释各层级都在努力执行而

结果仍偏离政策初衷的悖论。 

同时，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其一，嵌入式单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有限，层级缝隙框架的

跨领域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后续研究可通过多案例比较或大样本研究检验其普适性。其二，

受资料获取限制，未能充分呈现省级政府内部的决策博弈过程，未来研究可借助更丰富的田野

材料检验绩效博弈与绩效默契的微观互动机制。其三，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方法，未来可引入

定量方法测度层级缝隙的程度，建立缝隙指数与绩效损失之间的因果识别模型；同时亦可深入

考察数字技术（如区块链资金追踪、大数据绩效监测）对缩小层级缝隙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丰

富层级缝隙理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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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Gap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Performance Loss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A Case Study of Support Policies for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in Province G 

Liu Chang1, Zheng Fanghui2, Fei Rui3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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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within a multi-level 

government system is a core issu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o address the 

lack of process characterization and logical explanation in existing research regarding how policy 

performance losses are generated hierarchic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hierarchical 

gaps,"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defines this concept as a state of disharmony formed 

by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 due to differences in objective function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is study employs an embedded single-case study approach, using the 

support policies for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in 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process tracking of the orchid industrial park in H coun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gaps in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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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re generated sequentially at the decision-making–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grassroots society interfaces,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mission-oriented, instrumental, and equity-oriented performance losses, accumulating 

step-by-step along a chain of "pseudo-clarification → administrative risk avoidance → instrumental 

hardening → capital capture." Under accountability pressure, governments at each level form a dual 

logic of game theory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These hierarchical gaps posses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structural problems of governance failure and hierarchical buffers for maintaining system operation. 

This study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fuzzy-conflict model in pressure-based systems, attempting 

to reveal how pseudo-clarification creates a fractured structure of substantial ambiguity and high 

assessment-driven conflict, providing a transferable analytica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performance 

losses in multi-level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Hierarchical Gap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Loss; 

Multi-Level Governance 


